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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游记》的思想与主题
每部作品都有它的个性特征。《西游记》是以广阔地反映、揭露、批判现实（常为悲剧）为其内容特征，还是以正面树英雄、写成功的人生之路（常为喜剧、正剧）为其特征？我认为是后者。《西游记》是理想英雄孙悟空的传奇，作品写了他从出世（第一回）到成正果（一百回）的全过程。即《西游记》以写人生为重点，不是以批判社会为重点。当然，理想英雄的人生并非在真空中度过，即使是神话英雄，其大闹天宫造反史、其西行建功立业史，无不是人间社会的折光。但这些是从属于英雄史的，它是使作品得以成功的地方，却并非重点所在。研究《西游记》的思想与主题不能离开《西游记》的个性特征，不能脱离《西游记》的内容实际。 

孙悟空有什么样的人生？这又取决于他为什么样的事业而奋斗。一部《西游记》，中心事件是取经，取经是孙悟空的主要事业。因此，取经的意义是研究《西游记》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研究《西游记》思想不能舍此而求它。从《西游记》全部内容来看，通常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至七回）写孙悟空出世到大闹天宫及失败，是序幕；第二部分（八至十二回）主要是交代取经的缘由，承上而启下；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为取经经过，是主体。要弄明白取经是什么样的事业、其主旨是什么，得先从第二部分“取经的缘由”入手进行研究。“取经缘由”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如来说法：如来先逐一分析了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的形势，从而提出“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的主张。“三藏”乃“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用以解决“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口舌凶场，是非恶海”，达到“劝化众生”，去恶扬善，建立一种“不贪不杀”，“敬天礼地，心爽气平”，“人人固寿”的人间乐土。如来提出的大目标，也就是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口号。如来说法，乃是点明取经的主旨所在。
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这两个情节是因果关系。“斩龙”是为了引出“入冥”；“入冥”是要让唐太宗在阴司看到自己的“罪孽”：首先是先主李渊、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来揪打索命。尽管唐太宗是英主，但他亲手射杀兄长太子建成、亲自指挥尉迟敬德射杀弟弟元吉、逼父让国的事，在人情上是难以通过的。《西游记》的作者毫不客气地把它提出来了。接着是整个枉死城都来讨命。判官的话是对帝王的警告：“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享得太平之庆。”作者用曲笔批判了现实之后，提出了一个情节要求：唐太宗需要“度鬼”。暗示了一个政治要求：清明政治——“度人”。
 “如来说法”反映上界的如来预见到了度众生的需要；“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反映了下界的唐王又有“度鬼”、“度人”的急切需求。于是取经事业，也就应运而生。
    观音访僧：找到取经的和尚唐僧，一路收下三徒一马，事先安排好一支取经队伍以后，观音对唐僧讲：“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意即小乘佛法只能使自己本身超脱，不能度别人，它没有超度众生的目的和能力，应予否定。而大乘佛法的三藏真经能度鬼出地狱，能度人脱离苦海，它有普渡众生的目标和能力，应为此而奋斗。观音对唐太宗也重申了这一观点：“你那法师（唐僧）讲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这是继如来说法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了取经的意义。
取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事业？为什么值得这师徒四人外加龙马不辞万死地以毕生的精力为之奋斗？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取经不以“小我”的脱苦（小乘教义）为宗旨，而是以“大我”的“普渡众生”（大乘教义）为宗旨的事业。提倡只有“众生”脱苦，“小我”（孙悟空、唐僧等个人）才得以脱苦成佛。通过如来、观音这两位取经发起人的反复交代与说明，贬了小乘教义，褒了大乘教义，以取大乘教的“法三藏”为取经的唯一目标。实际上是否定了为“小我”的利益奋斗的事业，肯定了为“大我”利益奋斗的事业。取经，实际上是在佛教“普渡众生”口号中寄寓了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取经，是为这一社会理想奋斗的事业的象征，是崇高而伟大的事业的象征。这就是《西游记》第二部分所要交代明白的问题，在全书中具有枢纽意义。
弄清了第二部分取经的宗旨以后，再来看《西游记》第一部分（一至七回）与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的关系如何？回答是：这两部分正是以“取经——普渡众生”与否为分界线，表现了人物性格、思想内容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部分为孙悟空在花果山时期。他过着“不服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拘束”的生活。这个猴子王国是代表自由、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似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但更富有进取精神，更充满朝气。孙悟空从“学爬学走”到“跳树攀枝，采花觅果”，有一个活泼的童年。稍长后为猴属找到了水帘洞福地，自己却离乡背井不惜远涉重洋寻师学道练本领。学成以后，与死神斗，“自勾死籍”；与天宫斗，“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为的是保卫花果山的利益，反抗死神的威胁和天宫的武装干涉。大闹天宫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歌颂了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战斗的反抗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揭露批判了从天宫到地府的统治者的昏庸和无能。它为全部作品定下了战斗的、英雄主义的基调。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花果山时期孙悟空的事业，是为自己、为自己生活的花果山和自己周围“人们”的利益而战，这是正义的，其战斗也是异常光辉的，但毕竟是小范围的、局部性的。他的头脑中还没有“众生”的观念，没有“普天下”的观念，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目标。
无独有偶，唐僧亦然。取经前唐僧的历史是一部个人复仇史，或江流儿家族恩仇记。
我们不妨从上述人物经历来对照观音所反复提到的宗教教义。早期佛教小乘教派与后起的大乘教派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小乘（小车）只求“自我解脱”，大乘（大车，能运载许多人）不但能“自我解脱”，更重要的是“救度一切众生”。此时猴王孙悟空的事业是花果山自身事业的创造、保卫和失败；唐僧是个人家族复仇事业的完成。他们的行为和事业，正好符合小乘教义。孙悟空还没有皈依，唐僧虽已皈依，但在长安水陆道场上演说的正是小乘教义。这也就是《西游记》一至七回中理想英雄孙悟空和取经的中坚人物唐僧共同的思想境界。大闹天宫写得很成功，但不是作品的目标，作品还要以八十八回的篇幅大规模地写下去，还要升向高度——以大乘教义“普渡众生”为宗旨的取经事业。
《西游记》的第三部分，写西行取经的过程。这时的孙悟空已皈依佛教——皈依传播大乘教义的如来与观音；唐僧已决定取经——放弃原来信奉的小乘教义而去西天取大乘教的三藏真经。取经的过程，是使鬼“度亡脱苦”；为人“度难”“脱苦”；对妖，也不是斩尽杀绝，而是以救度为主，使其大部分改邪归正。取经的实践体现了“普渡众生”的宗旨。《西游记》只有到取经，才完成了人物性格：从为“小我”到为“大我”；也只有到取经，才完成了高阶段的思想内容，提出了一个人生哲理：一旦确定为“众生”度难脱苦的崇高目标后，就以此为终身事业，以万死不辞的精神、战无不胜的能力和魄力为之奋斗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通过西行取经所揭示的人生道路的内容是丰富而具体的，至少提出了这样三方面的问题：
1.表现理想英雄自身素质的完善与成长。
完成从为“小我”到为“大我”的转化，不是靠观音劝化如来说教就能解决的，需要在取经实践中不断完善。八十一难就体现了对人物素质的考验与锻炼。就是孙悟空，对取经也不是一开始就有高度的自觉，当他因打死了“不该死罪”的强徒而受责时，就“心头火发”走了。后来虽然回来，但到时候“心上还怀不善”，“望唐僧就欲下手”，这是戴上金箍前后的基本思想。戴金箍有强制性，“那行者才死心塌地，抖擞精神，……奔西而进”，后来成为完成取经事业的主要人物、坚定者。“四圣试禅心”是对八戒的以色欲、贪欲为核心的私欲进行惩罚和改造。八戒的私欲最重，他对取经事业的坚定性最差，他的改造时间最长。“尸魔三戏唐三藏”时，唐僧之所以上当受骗，甚至造成取经队伍自身的分裂，都与八戒的心术不正、唐僧的迂腐、沙僧的明哲保身有关。人物自身的私欲或与私欲有关的缺点总是给事业带来失误或失败；要为“大我”的事业献身，就要不断克服为“小我”的私欲；要完成崇高的事业，就必须克服自身不够崇高的地方。这是《西游记》写人物事业上的成功之路所提供的一条人生哲理。在这一点上，八戒最具有典型意义。
遏制和改造人物的私欲，是为了完成人物性格的升华。不仅孙悟空，整个取经队伍最后都完成了这一点。不论西梁女国的“一国之富”、乌鸡国的“王位”之尊、多次的女色诱惑、木仙庵的闲适与安逸，……都未能使他们停下西行的脚步；刀山火海、洪水猛兽，……几乎历尽了世上所能有的各种艰难困苦，经历了无数次死神的威胁，他们始终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顽强精神如孙悟空所说：“就是东洋大海也荡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个透”；其坚强决心如唐僧所说，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为了完成事业，人物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表现了高度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性格。这种事业心、奋斗精神，正是《西游记》中以众生为核心的最为闪光的思想之一。明清人评论《西游记》时提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及“明心正德”、“自治”等观点，虽未能有真正合理的解释，但在研究的思路上还是有可取之处。
除了思想素质上的要求之外，《西游记》还提出了大智大勇、本领高强等才华方面的要求。光有信念没有本领是完成不了事业的。唐僧虽然意志坚强，但没有神通法力，他不能成为取经的真正主角，必须由本领高强的孙悟空来当主角。大闹天宫时极力渲染孙悟空的武艺高强，但大智不足，失败于对手的暗算。取经过程则更多地表现他的智慧。在大闹天宫时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发挥作用则在取经途中。他善于识破敌人的一切伪装，不论妖魔变成美女、老人、孩童、花草树木，甚至变成他们所追求的西天雷音寺，都难逃他的火眼金睛。他善于动员、调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让公鸡昂日星和母鸡毗兰婆去降伏蝎子精和蜈蚣精——一物克一物；他调查对手的根底，驱使上界的仙佛亲自出马收降逃往下界作恶的下属——知己知彼，克敌制胜；他“人情大”，交游广，天上的神仙、海中的龙王、阴司的鬼官都可以呼之即为他所用；他有种种对付敌人的斗争策略，包括钻进对方的肚子里去等等。总之，从大闹天宫到西行取经，孙悟空从大勇到大智，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无敌英雄，性格得到完善。《西游记》使人们对高强的技艺和智慧充满无限的向往和敬佩之情。看完《西游记》，最令人羡慕的大概是孙悟空的本领，这也许是由于作品自始至终强调了这一点和作者对英雄人物的才华充满无限敬仰之情的缘故。
2.表现理想英雄光辉的社会实践。
《西游记》“普渡众生”的宗旨在西行中的实践主要表现为“除恶”与“利民”两个方面。
 “除恶”，是西行取经的基本课题，孙悟空以降魔除恶为其主要属性。他嫉恶如仇，除妖务尽。而《西游记》中的除恶，又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妖魔邪恶，有的是自然界困难与险阻的化身，更多的是人类社会恶势力的再现，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许多还是明代社会的折光。红孩儿怪的剥削与勒索，把山神土地搞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要“烧火顶门”、“提铃喝号”，服劳役；连红孩儿手下的小妖也向山神土地“讨甚么常例钱”，“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这与明代的社会世态是何等相似。车迟国虎力、鹿力、羊力、大仙取宠信于国王的描写，一些道士被封“真人”、“真君”的称号，都与明世宗崇道相似。搜捕和尚做苦工时，“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又何尝不是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写照！对“铁面无私”、“公正”的ｙáｎ＠⑴王殿，也写了崔判官为唐王加寿的徇情枉法；神圣的西天有送“人事”的贿赂制度，并为如来所认可；上界的神与佛有的默许亲随下属在下界作恶。这都是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现实反映。上古时代神话中的英雄生活在简单的，主要是与自然斗争的环境中，他们的英雄业绩常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西游记》不是上古时代的神话，而是封建社会晚期的神话，它的理想英雄生活在复杂的人的社会世界里，其英雄业绩更多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对改造社会的理想。
 “除恶”与“利民”是因果关系。“除恶”为了“利民”，是前提；“利民”是“除恶”的目的，是取经宗旨的体现——“普渡众生”。与红孩儿斗，为了“拯救山上生灵”；车迟国，“为人间报不平事”；陈家庄，仗义救人，降妖除害；火焰山，灭火使万物萌生；祭赛国，是受苦众僧梦中盼望的救星，是现实中救苦救难“有恩有义的老爷”；隐雾山打死豹精南山大王救出樵夫使与老母团圆；凤仙郡为民求雨；百脚山为民铲除蜈蚣精；比丘国救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生命；……种种“除恶”、“利民”的生动写照，构成了八十一难的基本内容。《西游记》中理想英雄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英雄传奇，它不提倡那种为个人的功名业绩，也不是写在一国中安邦定国利民的英雄传记，而是行万里路，安无数邦，正许多国，除各地之害，利各国之民，是超越一国之界，具有大同世界社会理想的英雄传奇。《西游记》没有国界，因为它着眼于“众生”，宗旨是“普渡众生”。我们再将《西游记》这第三部分人物的经历来对照第二部分中观音所反复提到的宗教教义，显然，这里的一切完全符合大乘教义。人物的所作所为既非唐僧家族中的恩仇，亦与花果山的利益无直接关系。与第一部分大闹天宫时相比，人物的斗争目标、作品的思想境界，都升向了新的高度。
3.表现理想英雄的成功。
《西游记》在事业成功、个人成佛的两美境地结束全文。人物历尽艰辛，到了西天，取了真经，他们自己也都成了正果：唐僧成为南无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成为南无斗战胜佛，八戒成为南无净坛使者菩萨，沙僧成为南无八宝金身罗汉菩萨，白马成为南无八部天龙广力菩萨。《西游记》所揭示的一个人生哲理，简单说来就是如此：毕生为“众生”的事业奋斗，完成这样的事业，个人也就达到了“至善”的精神境界，他就永垂不朽——成佛了。《西游记》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个做人的道理，一条人生的道路，一种人生哲学，这就是作品的主题所在。人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不论是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读书的，……人人都有自己的“西天之路”，但愿人们象《西游记》中的理想英雄那样，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为“众生”的基础上，百折不挠，完成事业，达到“至善”，这就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所在。即使缺乏孙悟空那样的大智大勇，而象“芸芸众生”式的沙僧、本事不大的唐僧、有严重缺点的八戒，他们虽然在完成事业中当不了主角，但也都能完成事业，达到“至善”。可见，“西天之路”也并非高不可攀，这也是《西游记》给人们的鼓舞与启迪。总之，《西游记》告诉人们：人生应有怎样的事业与目标，怎样去为完成事业而奋斗，怎样走一条成功之路。所以说，《西游记》是写人生的，以纵向的写人生道路为特征，不是横向地以广阔地反映与批判现实为重点。 

下面谈谈对几个有关问题的看法。
1、《西游记》不存在两个互不相关的主题，而是主题与思想内容都是一贯到底的。就全书的内容来看：第一部分（一至七回）以大闹天宫为主要内容，提出了为自身、为花果山的利益而斗争，是“虽败犹荣”的，但目标、性质，是为“小我”；第二部分（八至十二回）交代取经缘由，阐明取经的象征意义，提出了新目标——为“普渡众生”的事业奋斗，其目标、性质，是为“大我”；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写西行取经全过程，写为“普渡众生”而奋斗的实践及成功。可见全书层层递进，一脉贯通。第一、第三两大部分不是互不相关或互相对立的，第二部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败笔。我们再将小说《西游记》与元以前的《取经诗话》对比一下：《取经诗话》已经有了完整的取经过程，本已具备了完整的结构和情节，而小说作者之所以还要加上闹天宫、江流儿故事、如来说法、魏征斩龙、太宗入冥等几个故事，一起捏合起来，其目的是很清楚的：他要美化取经，要写出取经的意义，要让取经的意义高于闹天宫的境界，让人物有一个从为“小我”到为“众生”的发展过程。这也符合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成长的道路和规律：常常先是为自我、为家乡而战斗，后来再进而为“全民”（众生）的事业而奋斗。所以《西游记》这样写人物也是顺应自然的事。作品在写了大闹天宫的篇章以后还向更高的境界升华，更上一层楼，这只能说明作者有思想和艺术的魄力。就象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写《窦娥冤》一样，在窦娥处斩的高峰上，居然能再递进一层，写出三个无头愿来。文学史上艺术大师的这种艺术境界的不断升华，只能使人惊叹不已而没有进行指责的理由。
2、关于孙悟空。主题、思想、内容是一贯的，主人公孙悟空当然也不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不过还是要说明几点。
关于孙悟空是否投降的问题。孙悟空是“投降”了，更准确地说，是皈依了。第八回他请“大慈悲（观音）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观音没有指点他去深山老林面壁修行以达到个人成仙佛的“门路”，而是指点他走向世界，历尽艰辛，做无数好事，除无数妖邪，为度众生脱苦而后自己成佛的“门路”。这说明观音大士是位颇有水平的导师，她让孙悟空的思想境界更高，从事的事业更伟大，人生道路更宽广。从这点来看，孙悟空的“投降”不是倒退而是前进。
如果一定要追究孙悟空前后不一，多少有点“变节”之嫌的话，那么不妨追查一下他的信仰派别和归属问题。他最早拜的老师是须菩提，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他的七十二变等等本领都是从须菩提那里学来的；后来皈依的是观音，师父是唐僧，都是佛门系统；他闹了天宫被佛制伏又被佛释放；取经是佛教的事业；最后也是成为斗战胜佛。他始终是佛的系统。他主要是与“道”有矛盾：一生下来，“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的是玉帝；后来闹的天宫，也是“道”的系统，他可没有闹过“佛”的西天；以后的归属也始终不是“道”。所以，从信仰的教派来看，孙悟空并不存在前后不一的“变节”问题。
孙悟空确实在大闹天宫时说过，“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话，但这不是孙悟空真正的人生目标和政治纲领。他不但没有真的做成皇帝，而且也没有花主要精力去争夺帝位。他是以毕业的精力致力于他的事业——取经。作者无心把他塑造成一个英主，而是把他写成一个英雄。他自己不是皇帝，于是他总得在皇帝的治下干事业，这符合明代人的思想。《西游记》中的皇帝或级别同皇帝的有三位：一是唐王，作品对他稍有批判但主要是肯定，从来不造他的反，取经对他有利、为他所需，并以为他治下的“众生”服务为主要目标。二是玉皇，他昏庸，也残暴，早年的孙悟空造了他的反，但后来他也支持取经事业，孙悟空也与他合作，当然并不俯首称臣，开始打他个落花流水，后来亦不失为有理有节。三是如来，取经事业的发起人，西天极乐世界的教主，也可算是个贤王的形象。贤王也不一切都好，西天有“人事”，“娘舅”是妖怪，部下的亲属为非作歹的不少。这也是很现实的。孙悟空主要在他的“领导”下干事业，对他的缺点也直言不讳。作品写英雄人物在贤王的治下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这符合封建时代人们的思想。作者笔下的理想英雄确似绿林好汉出身，这也只是说明真正的英雄来自草莽。但这位英雄的真正事业不在造反胜利而在象征“普渡众生”的取经事业的成功。《西游记》不是《水浒传》，没有倾注太多的热情和篇幅去写革命的造反精神，而是笔酣墨饱地以大量篇幅去写事业的崇高性和很强的事业心。《西游记》与《水浒传》都是伟大的作品，但各有自身的特点与个性，他们的主题并不相同。
3.关于神魔问题。 

 玉帝轻贤，不会用人，还武装干涉花果山的自由天地，孙悟空造他的反具有正义性。不过玉帝也并不坏到底，如来不让孙悟空打倒他，他后来也成为取经事业的支持者。让玉帝后来做好事为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孙悟空和他还不断有斗争，但后来斗争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合作。合作的前提是玉帝自己的改变。就是妖魔，作恶或阻碍取经时，是敌对关系，一旦制伏以后，也都诱导其改邪归正，并用其所长。对玉帝不是一反到底，对妖魔也不是一概打死。好人不是都好，如来也有缺点；坏的也不是个个永远都坏，改了就可以肯定。观音常劝孙悟空棍下留情，她的政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西游记》写人物是发展的、变化的、多面的。认为神魔一概是正面人物或一概是反面人物的绝对分析方法难以吻合《西游记》中复杂的人物描写。
此外，关于《西游记》的思想，还要作一点补充说明。《西游记》确有三教合一的”思想，但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思想。如对佛教，用其“普渡众生”的口号，以阐明取经的宗旨和武装人物的思想；对道教，用其“法力”、“仙术”来表现卓越超凡的才华与能力，强化斗争，夸张与渲染事业的艰巨与伟大；对儒家，用其入世的、有所作为的人生态度，以表现为实现理想和事业的奋斗精神和进取精神。但是《西游记》不是证道书：佛以“空门寂灭”为目标，道以“采炼全真，希图不死”为目的，主张出世，主张无为，“惟知独善一身，以视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关”。《西游记》力写“奋斗”，决非“无为”；力主除妖、利民，决非独善一己之身而置“斯世斯民”之事于不顾。就是“普渡众生”的口号，作者在运用时也是有分寸的。取经事业的真正光辉处，主要在于取经者们一路上对这一宗旨的实践，而不在“三藏真经”本身有什么法力或功德。“经”，还是一纸空文，西天也有“人事”，取到真经以后也没有发挥“普渡众生”的作用，作品没有对经加以美化。清人刘一明《西游原旨读法》说得好：“《西游》取真经，即取《西游》之真经，非《西游》外别有真经可取。是不过借如来传经，以传《西游》耳。”可见《西游记》利用了宗教的口号及教义，却并非在进行宗教宣传。至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学而优则仕”等社会思想与人生道路，与《西游记》的大闹天宫、轻富贵入禅门等格格不入，《西游记》反映的思想不是儒家的概念所能概括。它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作者如此活跃的思想，当与明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哲学上王学左派的思想解放潮流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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